
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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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经济滋生了“无保障工作”。 承受失业还是接受无保障工

作，这是后危机时代劳动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无保障工作不是劳动市场非正规

化或弹性化的简单延续，而是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整体模式所导致的结

果。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平台资本主义在三重维度上塑造了平台

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其一，通过控制平台，资本以剥夺劳动者的平台接入权相威

胁，构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使劳动者不得不面临算法管理造成的不确定

性；其二，资本为实现快速扩张而大规模动员劳动力，使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

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并重塑了产业后备军的形态与结构，导致劳动者的工作量和

收入量缺乏保障；其三，资本利用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逃避国家

监管，影响监管制度的变化方向，造成劳动者无法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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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与危机初期相比已

经有了明显回落。 美国的失业率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降到了 ３． ６％ ，接近 １９７０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

率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降到了 ５． １％ ，也低于金融危

机前夕的水平。②然而，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反映

西方国家劳动者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失业率下

降的同时，各类非标准工作却越来越普遍，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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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ｂｌｓ． ｇｏｖ ／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 ＬＮＳ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新冠肺炎疫情曾导致美国的失业率

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上升至 １４． ７％ ，但此后逐渐回落。

② ＯＥＣ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ｕｎ⁃

ｅｍｐ ／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ｒａｔｅ． ｈｔｍ．

其是平台经济中的网络零工迅速增长。 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２１ 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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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年人从事网络零工的比重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８％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６％ ，其中，低收入人群

从事网络零工的比重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 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５％ 。① 另据最新一轮美国“工作状

况调查”数据显示，在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者

中，有 ２７． ７％的受访者正在从事网络零工、兼职

工作、临时工作、独立承包、按需服务、线上销售

等各类非标准工作。 有趣的是，上述调查还显

示，４０． １％的“失业”受访者和 ２３． ４％的“已退出

经济活动”的受访者也在从事非标准工作。②

以平台网络零工为代表的非标准工作日

益普遍，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对平台经济中“无
保障工作” （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的强烈关注。 一

般认为，无保障工作是指这样一类工作：从事

此类工作的劳动者处于朝不保夕、充满不确定

性的状态。③ 自二战结束至 １９７０ 年代，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所谓“标准雇佣关系”：劳动

者与单一雇主签订长期的全职雇佣合同，获得

稳定的工资，参加工会并享受各项福利。 然

而，自 １９７０ 年代末以来，劳资关系发生了逆转，
标准雇佣关系解体，各类非标准工作日益普

遍，导致劳动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工作和

收入波动不定。④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快速崛

起加速了用工制度的零工化，产生了大量与数

字经济相结合的无保障工作。 西方国家虽然

实现了失业率的回落，但却以无保障工作的增

加为代价。 承受失业还是接受无保障工作？
这一两难选择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劳动者所面

临的现实困境。 本文首先对无保障工作理论

进行评述，并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分析框架，进而利用这一框架对平台经济中

的无保障工作进行剖析。

二、无保障工作理论述评

根据荷兰历史学家马塞尔·范德林登

（Ｍａｒｃｅｌ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ｎ）的考证，早在古希腊时

期，就已存在“临时苦力” “临时受雇者”等范

畴。 １８４０ 年，法国就有人用“无保障”一词来形

容工人的状况。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使用过

这个词。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

出了新机器的采用会给工人带来失业和贫困。
他指出：“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

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

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

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⑥这里的“动摇不

定”就是指劳动者的无保障状态。 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到：“资产者彼此

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
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

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

越来越没有保障。”⑦可以说，无保障工作现象

早已获得关注，但关键在于如何将现象进行概

念化，并从理论上阐释现象的根源。
直到 １９６０ 年代，无保障工作才真正上升为

一个理论概念。 当时的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
有保障的工作是高收入国家所独有的特征，因
而，最初有关无保障工作的研究主要关注欧洲

相对落后的国家。⑧ １９８９ 年，格里·罗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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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Ｇｉ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２０２１”，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８ ／ ｔｈｅ －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ｇｉｇ － ｗｏｒｋ － ｉｎ － ２０２１ ／ ．
Ｒ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ｎｄ．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ｌａｂｏｒ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ｔｍｌ． 这一最新的调查是在 ２０１５ 年进行的。
Ａｒｎｅ Ｌ．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７４，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ｐ． １ － ２２．
参见大卫·Ｍ． 科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刘仁

营、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Ｅｌｏｉｓａ Ｂｅｔｔ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ｉｎｇ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６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７３ －
３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４２５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４０ 页。
Ｅｌｏｉｓａ Ｂｅｔｔ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ｉｎｇ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６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７３ －
３１９．



（Ｇｅｒｒｙ Ｒｏｄｇｅｒｓ）和珍妮·罗杰斯（ Ｊａｎｉｎｅ Ｒｏｄ⁃
ｇｅｒｓ）编写的《劳动市场监管中的无保障工作》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Ｊｏｂｓ ｉ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
ｒｏｐｅ）一书首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了无保

障工作的概念，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杰斯等人认为，无保障工作具有四个维度：
劳动者能确保工作不间断的程度；劳动者对工

作条件、工资水平和工作节奏的控制程度；劳
动者受法律制度、集体组织以及福利制度保护

的程度；劳动者收入满足其生活需要的程度。①

罗杰斯等人的概念构建方法意味着“无保障”
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各类工作均在不同程度

上存在缺乏保障的问题。
现有的研究大多延续罗杰斯等人的思路，

从不确定、不稳定的角度界定无保障工作。②

美国社会学家阿恩·卡勒伯格（Ａｒｎｅ Ｌ． Ｋａｌｌｅ⁃
ｂｅｒｇ）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认

为，在无保障工作中，劳动者处于不确定、变化

无常和缺乏保障的状态；企业或政府将风险转

嫁到劳动者身上，而同时，劳动者享受的社会

福利和法定权益却极为有限。③ 与罗杰斯等人

不同，卡勒伯格认为，无保障工作原本并不是

一个普遍现象，只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存在；
但自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随着“以市场为中介”的

开放型雇佣关系日益普遍，无保障工作才扩散

到整个劳动力市场。④

该领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

家盖伊·斯坦丁（Ｇｕ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斯坦丁概括

了无保障工作的七个特点：一是工作缺乏保

障，劳动者可能面临失业；二是工作量缺乏保

障，劳动者可能面临工作量不足；三是工作岗

位缺乏保障，劳动者可能面临岗位调动；四是

生产的安全性缺乏保障，劳动者可能面临职业

伤害；五是技能更新缺乏保障，劳动者无法保

证自身的技能能够适应生产的需要；六是劳动

者的收入缺乏保障；七是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中

的代表权缺乏保障。 斯坦丁将缺乏上述七种

保障的人群称为“无保障的无产者” （ ｐｒｅｃａｒｉ⁃
ａｔ），认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阶级。 他认

为，这个新阶级倾向于被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

主义所吸引，给西方政治制度造成威胁。⑤

从上述梳理可见，无保障工作理论抓住了

西方国家劳动者状况的突出问题，反映了当代

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新变化。 然而，现有的

研究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第一，现有的研究未能充分结合对资本主

义劳资关系的分析。 无保障工作理论主要基

于对微观现象的描述归纳，并将这些现象视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服务业化等宏观

经济变化所导致的结果，而在宏观经济变化与

微观劳动者状况之间缺乏必要的中介，导致该

理论的启发性有余而分析性不足。 劳资关系

正是这些研究所缺少的理论中介。 各种宏观

因素只有通过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作用于劳资

关系，才能对劳动者状况产生影响。 在缺少理

论中介的情况下，“无保障”变成了特定劳动者

群体所具有的一组症状，而不是劳资关系的外

在表现。 卡勒伯格将无保障工作转化为工作

质量问题，进一步弱化了概念的分析性，致使

“无保障”退化为一组有待测量的工作质量指

标。 斯坦丁的“无保障的无产者”的概念则完

全脱离了生产关系，仅凭缺乏各种保障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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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ｒｙ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ａｎｉｎｅ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Ｊｏｂｓ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９．
参见 Ｌｅａｈ Ｆ． Ｖｏｓｋｏ，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Ａｒｎｅ Ｌ．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Ｈｅｗｉｓｏｎ，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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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阶级，因而也就不可能构建一个科学的

阶级概念。
第二，现有的研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无保障工作的历史性重视不足。 西方学术界

通常以黄金时代的标准雇佣关系作为无保障

工作的参照系。 斯坦丁甚至将“无保障的无产

者”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而他所谓的“无产

阶级”仅指处于标准雇佣关系中的工人。 然

而，纵观资本主义历史，黄金时代有其特殊性，
它是资本主义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独特产

物。 资本主义大萧条、国内工人运动与国外社

会主义阵营的崛起都是黄金时代的历史前提。
即便在黄金时代，标准雇佣关系也仅存在于少

数大企业，大量女性、移民、少数族裔劳动者并

不能参与到标准雇佣关系之中。① 因此，对无

保障工作的分析不能以黄金时代作为参照点，
而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中探寻无

保障工作产生的根源。
第三，现有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

无保障工作的普遍性重视不足。 无保障工作

的概念总是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联系，而
西方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工作则主要

采用非正规性（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非正规工作（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ｌ ｗｏｒｋ）等概念。② 采用不同的范畴来讨论存

在于不同国家的相似现象是一种不合理的“二
元主义”。 首先，无保障工作所囊括的现象实

际上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一位加纳学者

曾这样回应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你们所谓

的无保障工作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在加纳称之

为‘工作’的东西。”③其次，“无保障”与非正规

性二者相互联系，但各有侧重。 非正规性强调

法律、监管等制度的缺位或制度得不到执行，
这种问题在发达国家也会存在，而“无保障”则
强调劳动者面临各种不确定性。 二者理应是

相互联系但彼此独立的概念，并且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都适用。
总之，无保障工作理论应摆脱黄金时代标

准雇佣关系的影响，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分析路径上来，以对劳资关系的分析为基

础，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对劳动者

的影响，提升理论的一般性与解释力。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工人

阶级无保障现象的分析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形

式上与实际上的从属关系、产业后备军、现役

劳动军等重要的概念和理论，论述了生产方式

演变与资本积累过程对工人的影响，分析了工

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变动规律，刻画出机器大工

业、现代工场手工业与现代家庭劳动共存的经

济形态，为分析无保障工作问题提供了重要线

索与启示。
（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是无保障工

作产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指出，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生产方式的整个现实形态也在改变，产生出

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④，劳动对资本的从属

关系从“形式从属”发展为“实际从属”。 当机

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成为主导生产方式

后，实际从属关系显著深化。 机器大工业极大

地挤压了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的生存空间，
切断了劳动者的退路，迫使其向资本出卖劳动

力。 保留下来的家庭劳动必须受制于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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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为大工业扮演补充性角色，在夹缝中寻

求生存空间。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赋予资本一

种特权。 一方面，工人丧失了退路，工人集体

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工人个体只有

被资本雇佣才能以社会平均水平进行生产并

获得生活资料。 马克思指出：“工人在他的劳

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
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

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①这种社会生

产力与工人相对立，导致当工人的劳动能力脱

离资本而独立存在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

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②。 另一方面，虽然

资本需要劳动力，但资本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

的劳动者，资本总是能够对个别劳动者进行替

换。 马克思指出：“随着机器的发展，劳动条件

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

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

多余的东西。”③不断使劳动成为 “多余的东

西”，不断再生产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

系，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反复进行的历

史过程。 即便新产品和新行业的出现创造出

新的工人技能，资本对技术的改造也会使技能

贬值，从而再生产出可替代的工人。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导致了工人

对资本的单向依赖。 资本对劳动者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会为了更好地获取剩余价值而改变

雇佣数量、工作安排和激励模式，从而将市场

竞争、经济周期、技术变化、政策调整所产生的

风险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是无保障工作产生的

根源。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固有特征，因此无保障工作本身

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的概念，并不是发生在

西方国家的新现象。 并且，工作无保障在资本

主义社会具有普遍性，没有什么雇佣工作是有

保障的，所有的雇佣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

无保障特征。
随着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关系的演变，工

作无保障的程度也在变化。 １９ 世纪末，传统生

产方式下的技术工人具有较强的生产自主性。
以美国钢铁制造业为例，在 １９ 世纪末，技术工

人的手艺不可或缺，管理者对工艺流程缺乏直

接控制。 但到了 ２０ 世纪初，钢铁企业通过解雇

和镇压强行推行机械化，以半熟练工人替代技

术工人，打破了技术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将管理者的权威延伸至生产车间。④ ２０ 世纪上

半叶，福特制贯彻了科学管理原则，机器带动

的大规模流水线极大地简化了工作任务，逐渐

成为战后发达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这一历史过程加强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本应

加剧工作无保障的程度，但凯恩斯主义政策、
工会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此

起到了缓冲作用。 然而，自 １９７０ 年代末以来，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压制和摆脱力

量较强的本国工人，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日益通

过分包、离岸外包等方式实现劳动供给的弹性

化，在全球布局生产环节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和

价值链。⑤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离岸外包

成为可能，核心企业能够远程控制外围企业的

工艺流程、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⑥ 这一过程

使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进一步增强，加剧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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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无保障的程度。
（二）资本积累的需要塑造了工作无保障

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

积累将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和工人阶级

的贫困化，而且刻画出了一个由现役劳动军和

产业后备军的不同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的工人

总体。 一个“结构化”的工人阶级是资本积累

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不同组成部

分对资本积累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工人阶级的

结构也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变化。 这也反映

出了资本积累的矛盾逻辑：一方面，资本需要

一个“结构化”的工人阶级；而另一方面，资本

积累只为现役劳动军提供受雇机会，而其他工

人无法正常获得生活资料。 换言之，资本需要

“结构化”的工人阶级，但又不保证工人阶级的

再生产。 资本积累的矛盾逻辑塑造了工人阶

级的不同组成部分所面临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塑造了工作无保障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

下四个方面。
第一，现役劳动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们随

时可能被产业后备军所替代。 资本生产直接

使用现役劳动军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的存在

起到了规训现役劳动军的功能。 产业后备军

的规模相对于现役劳动军越大，这种竞争就越

激烈。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

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

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

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

段。”①并且，技术变革不断使一部分现役劳动

军成为多余的人。 新技术对工人技能和劳动

强度的新要求也不断使原有的一部分工人被

淘汰。
第二，流动产业后备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

们间歇性失业，又间歇性受雇佣。 这部分产业

后备军最能适应资本积累周期性扩张与收缩

的需要，他们“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

上再被吸引”②。 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

下，这部分工人只能依靠间歇性工作所获得的

收入在较低程度上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他们

无法连续为资本所雇佣，但其受雇的时机具有

一定规律性。 只有在资本积累上升期，当资本

对劳动力的需要扩张时，受雇时机才会出现。
这部分工人弥补了资本扩张期的劳动力短缺，
通常以临时工等弹性化的用工方式从事非核

心工作，因而极易被资本所抛弃。
第三，潜在产业后备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

们一方面在农村属于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又在

等待城市中不确定的受雇机会。 随着资本主

义占领农业，土地被集中，大规模生产代替自

耕农生产，以及农村大量过剩人口的产生，“农
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

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③。 由于土

地数量制约资本生产的扩大，农村中人口过剩

的程度要比城市更严重，过剩人口转入城市的

动机极为迫切。 然而，通常只有在流动形式的

过剩人口无法满足资本的需求时，潜在形式的

过剩人口才能获得受雇机会。
第四，停滞产业后备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

们的工作波动不定，工作条件极为恶劣。 马克

思认为，停滞产业后备军是现役劳动军与产业

后备军的重合部分。 停滞产业后备军“形成现

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他们

的“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④通常存在于

现代家庭手工业中，为工厂从事辅助性的外包

工作，并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环节受制于资

本。 他们的工作量受到工厂订货量波动的影

响，存在旺季与淡季的明显差别。 马克思指

出：“这个领域，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

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

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

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

—４４１—

　 国外理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 卷，第 ７３３ 页。
同上书，第 ７３８ 页。
同上书，第 ７４０ 页。
同上。



堕落。”①停滞的产业后备军能够承受更长的工

作时间和更低的工资。 艰苦恶劣的工作和生

活条件反而成为他们被资本所需要的前提，因
此他们所从事的落后生产方式可以与机器大

工业在较长时期内共存。 此外，由于落后生产

方式的技术门槛较低，他们面临着激烈的竞

争，导致工作更不规则，工作条件更加恶劣。
（三）国家的角色在于将工作无保障的程

度限制在资本积累正常进行所需的范围内

工作无保障会给劳动力再生产制造障碍，
导致工人消费能力低下，失业率和贫困率攀

升，居无定所的流动人口增长，能够满足生产

技术和强度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危

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倾向加重。 这一系列

后果最终将威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资本

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 因此，将工作无保障的

程度限制在资本积累正常进行所需的范围内，
就成为一种超越资本私利的重要公共品。

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不在于消灭工作的

无保障性，其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国家对资本雇佣和使用劳动力的方式

进行监管，旨在延长工人的劳动寿命，增强工

人工作的连续性，弥补工人收入的不足，为资

本运转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蓄水池。 另一方面，
国家为了给资本积累创造有利条件，必须使工

人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因
此国家要维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保证

工人为资本劳动的必要性，保持失业对工人的

威慑力。
国家作用的两面性意味着国家既是工作

的“稳定器”，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主动制造无保

障工作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上看，国家在资本

主义萌芽期推动或主导了原始积累过程，促成

了劳动者的无产化，创造出了无保障工作的历

史前提。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对劳动

剥削的加重，国家的作用则在于“节制资本无

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②，以防止资本的掠

夺欲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枯竭。 １４ 世纪至 １８ 世

纪中叶的劳工法强制延长工作日，为资本主义

的萌芽创造了土壤；而 １９ 世纪英国颁布的工厂

法则对工作日、工作条件、童工年龄等进行限

制。 马克思指出，这种限制无非是对剩余劳动

的“贪欲的消极表现”，“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

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③

西方学术界大多将无保障工作的增加视

为国家退出的结果，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
家在无保障工作的增长中一直扮演着两面人

的角色。 在 ２０ 世纪初的美国，伴随着工人的去

技能化，技术工人组成的传统工会遭受沉重打

击。 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和金融投机导致了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的大危机，严重威胁了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工人运动日趋高涨。④ 在这一背

景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ｅｌａｎｏ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总统颁布了《瓦格纳法案》，
允许工人组建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 二战后，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潜在压力以及对大萧条

再次出现的担忧，美国实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

以图实现充分就业。 然而，在工会制度和充分

就业政策的保护下，工人的议价能力得以增

强，资本利润受到挤压。 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

后，英美政府主动镇压工人罢工，工会参与率

逐年下降。 美国为解决通胀问题而采用紧缩

的货币政策，造成 １９８０ 年代初失业率大幅提

高，扭转了黄金时代劳资力量对比的格局。⑤

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型侵蚀了黄金时代有利于

工人的制度遗产，造成无保障工作问题的加

剧。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很早就

注意到了工人阶级无保障的现象，而且从劳资

隶属关系、资本积累的需要以及国家的角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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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为我们分析平

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透视平台经济中无保障

工作的三重维度

　 　 平台经济的兴起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全

球经济中发生的重要现象。 数字平台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精准匹

配生产者和消费者，促进交易达成，显著提高

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创造出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① 平台资本通过两种方式将劳动者与平台

相结合：在一种方式下，劳动者在特定的地理

范围内工作，其劳动过程受到平台的直接管

理；在另一种方式下，劳动者分散在不同的地

点，通过云平台为特定的雇主工作。② 平台劳

动者不仅直接生产产品或服务，还在生产和交

易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平台资本不仅

从交易活动中获得抽成收入，还利用劳动者在

劳动活动中所产生的数据形成数据资产。③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同平台网络零工具有

无保障工作的性质，但大多强调劳动市场的非

正规化与弹性化，将其视为新自由主义时期长

期趋势的简单延续。 目前，学界对平台网络零

工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强调非正

规用工制度，认为网络零工代表资本主义早期

包买制的历史性回归；第二种看法强调数字劳

动过程，认为网络零工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

精细分工与去技能化，代表了一种福特制、泰
勒主义或新福特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续；第
三种看法强调弹性生产，认为网络零工的无保

障特征是生产弹性化的结果，因而具有后福特

制下工作的特点。④ 这些看法抓住了网络零工

的某些无保障特征，但未能将这些特征与平台

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相结合，在分析上缺乏系

统性。 为此，需要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从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平台经济中的

无保障工作是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

整体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平台资本主义从三重

维度上塑造了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
首先，平台资本通过控制平台这一重要基

础设施，以剥夺劳动者的平台接入权相威胁，
构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因此劳动者

不得不面临算法管理造成的不确定性。 平台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实

现高效率、大规模的实时供求匹配。 一个行业

一旦实现了平台化，传统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将

难以与平台模式竞争。 因此，平台成为一种重

要的基础设施并被平台资本所占有。 劳动者

对平台资本具有依赖性，因为能否获得资本许

可从而获得基础设施的接入权，对其工作和收

入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⑤ 虽然现有的研究特

别重视算法管理对平台劳动者的影响，但实际

上，实际从属关系才是影响劳动者的根本原

因。 只有平台资本控制重要基础设施的接入

权，形成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才能操控算

法管理，给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并对劳动者的

生产和生活造成影响。 在劳资实际从属的前

提下，平台可以随时调整规则而无需征得劳动

者的同意。⑥ 平台劳动者时刻面临着接入权被

剥夺或规则被改变的情况，因此总是处于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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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不确定的状态中。 算法管理具体通过评分

和排序机制实现，平台资本利用评分和排序构

建起内部劳动市场，让劳动者凭借工作表现争

夺更多、更好的工作任务，从而对地理上分散

的劳动者实行有效的远程管理。① 平台劳动者

虽然表面上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却经常由于

评分和排序而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必须长

时间工作才能获得较高的评分和排序。② 平台

资本还引入“游戏化”的管理规则，以此快速且

低成本地动员劳动力。③ 在劳动实际从属于资

本的情况下，这些做法都会使劳动者的工作量

和收入量经常性、不规则地波动。
其次，平台资本为实现快速扩张而大规模

动员劳动力，使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

的界限变得模糊，并重塑了产业后备军的形态

与结构，导致劳动者的工作量和收入量缺乏保

障。 平台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密切相关，金
融资本通过大量注资推动平台企业快速扩大

规模、占领市场、实现网络效应。④ 信息技术的

发展有利于平台资本大规模地重组与动员全

社会的劳动力。 计算机系统控制论的发展与

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不仅释放出大量过剩的

劳动力，而且创造出大量的“幽灵工作”⑤，使得

劳动供给的范围超越了地理国界并渗透至全

球劳动力的再生产时间。 在平台经济的生产

组织方式下，工作被高度简化，劳动者获得工

作的“门槛”较低，导致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

军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同形式的产业后备军之

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 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
失业或已退出经济活动的劳动力都可以形成

劳动供给，作为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重合

部分的停滞产业后备军大幅扩展。 有研究指

出，平台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城市新移

民。 平台工作成为城市接纳新移民的便捷方

式，因此新移民往往忽视平台工作的无保障特

征。⑥ “就业极不规则”成为平台劳动者工作无

保障的重要表现。 市场竞争、经济周期、需求

条件、政策变动等都会给劳动者造成显著影

响。 平台资本还主动利用工作“零门槛”来吸

引劳动者参与平台工作，制造劳动者之间的过

度竞争以压低成本，导致劳动者的收入急剧下

降，资本渔翁得利。⑦

再次，平台资本利用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

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逃避国家监管，影响监管制

度的变化方向，导致劳动者无法获得有效的社

会保护。 平台资本主义的用工制度无疑加强

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劳动市场非正规化的趋

势，⑧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平台资本不是通过

“剥夺权利”的方式，而是以“赋予权利”的方式

实现非正规化。 平台资本主义的用工制度以

灵活就业的面貌出现，劳动者进出平台具有一

定的自主性，并且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模式高度

差异化，导致劳动者与平台资本之间的关系性

质难以界定。 有研究发现，虽然平台劳动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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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得雇员地位而不是自雇者地位，但他们

对每天工作时间的态度却高度分化。① 有的劳

动者全职为平台工作，在经济上更依赖于平

台，因此更愿意长时间且有规律地为平台工

作，而有的劳动者仅仅将平台工作视为补充性

收入的来源。② 与此同时，平台资本极力促使

劳动者接受“小企业家”的自我定位，以此化解

劳动者对资本的挑战与诉求。③ 平台资本利用

劳资关系界定难题，并利用其作为创新者的话

语霸权，在使用和管理劳动力的同时逃避国家

监管，影响政策制定，实现监管套利。 对资本

主义国家而言，如何界定平台工作的性质，不
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林木盗窃案”式的

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问题。 在经济长期停滞、
资本和劳动力双重过剩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

家试图通过平台经济的发展刺激经济增长，缓
解国内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 这一动机的重

要性超过了社会保护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

对维护平台劳动者权益普遍持有一种含混不

清的态度。④ 新的社会保护制度迟迟不能建

立，旧的制度在一定情况下反而成为无保障工

作的助推器。 有研究发现，国家对劳动合同的

强制性规定可以减少无保障工作，但全民福利

制度则可能扩大无保障工作的数量。⑤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劳资从属关系、
资本积累的需要和国家的调节作用三个方面，
为分析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启示。 相较于现有的理论而言，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仅揭示出无保

障工作的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揭示出资本积

累的矛盾逻辑以及国家角色的两面性。 平台

网络零工的无保障特征是平台资本主义作为

一个整体模式所产生的问题，涉及生产方式、
资本扩张、国家角色等多方面因素。 在这一模

式下，平台资本在生产上利用先进的生产力重

构了劳资实际从属关系；平台资本的扩张不仅

改变了产业后备军的数量，而且重塑了产业后

备军的结构与形态；平台资本操纵劳资关系的

性质和劳动者的定位，并影响了监管制度的变

化方向。 可以说，平台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深

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现有

的生产关系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满足少

数人利益的工具，在根本上阻碍了平台经济实

现更为协调、更加共享的发展，同时加剧了西

方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趋势。 ■

［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田勋：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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